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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劳模形象生成再现与多重政治文化意蕴
——论“十七年”时期女作家的女劳模书写

刘传霞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 与“十七年”文学时期其他女性形象相比，女劳模是新中国文学最为耀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之一，

兼具性别、阶级、政治等多重政治文化意蕴，为人们提供值得借鉴与需要反思的样本。在“十七年”时期女劳模之所

以能够大规模地出现，或者说妇女之所以能够通过劳动生产而获得国家表彰嘉奖，是历史、现实、政治、经济等多重

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女作家所塑造的女劳模形象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同构与互动的态势，改变了社会以

及妇女自身对妇女角色、妇女形象、妇女审美的认知。尽管“十七年”时期女劳模形象建构存在着许多需要反思的问

题，但是，“十七年”时期对劳动妇女的大力表彰，对劳动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为推进妇女解放进程所采取的倾斜

性政策，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十七年”时期女劳模形象和劳模表彰制度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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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是指人们广泛学习、效仿的楷模与榜样；而模范形象是社会对这种楷模、榜样进行建构的

话语产物。劳模即劳动模范，是指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堪称榜样、楷模的典型性人物。树立榜

样、建立典范的表彰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树立劳动模范、对生产劳动典范进行表彰激励，

却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基础上，学习、借鉴苏联模范表彰方法之后所开创的新制

度。新中国建立了系统的劳模表彰制度，大批妇女获得表彰，成为劳动模范；“文学艺术、新闻媒体

等都在用语言、图像等媒介话语来塑造女劳模形象，女劳模成为新中国最为耀眼的社会主义新人

形象”①。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第一个女推土机手胡友梅，护厂英雄

赵桂兰，纺织能手郝建秀、吴文英、黄宝妹，铁姑娘邢燕子、侯隽等著名女劳模，成为文学艺术竞相

表现的对象。在“十七”年时期女劳模形象建构队伍中，女作家是重要力量。白朗的小说《为了幸福

的明天》（1951），蓝光的独幕剧《姐妹俩》（1954），申蔚的小说《春播时节》（1961）、黄宗英的报告文

学《特别姑娘》（1963）、《小丫扛大旗》（1964）等塑造了在重工业兵工厂、轻工业纺织厂以及农村人

民公社里涌现出的女劳模形象，展现了从 20世纪 40年代末新中国工业生产刚刚恢复，到 50年代中

期社会主义建设广泛开展，以及 60年代前后的女劳模形象。从兵工厂护厂英雄邵玉梅（《为了幸福

的明天》）、上海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杨玉兰（《姐妹俩》），到农村劳动模范方秋梅（《春播时节》），再到

铁姑娘侯隽（《特别姑娘》）、张秀敏（《小丫扛大旗》），这些女劳模形象的变迁，投射了“十七年”时期

中国社会妇女解放运动的曲折性，呈现了妇女解放与国家表彰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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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劳模形象生成再现与多重政治文化意蕴——论“十七年”时期女作家的女劳模书写

一、劳模表彰制度与女劳模形象生成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党和政府沿用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大生

产运动中的劳模表彰制度，不断树立典型榜样，举行国家层面、全国范围的高层次、大规模的表彰

活动。1950—1960年，国家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性劳模和先进生产者代表表彰大会，全国各地都出

现了学习劳模、争做劳模、搞好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热潮。在这些劳模表彰大会上，妇女代表都占

有一定的比例。这一期间还召开了专门表彰妇女的全国性会议：1958年 12月召开了全国妇女建设

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1960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50周年之际，全国妇联在全国范围内举

办了“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表彰活动。劳模表彰制度为女劳模形象的产生了起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当然，“十七年”时期女劳模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出现，或者说妇女之所以能够通过劳动而

获得国家表彰嘉奖，是历史、现实、政治、经济等多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女劳模形象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将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结合在一起的理论主张密切

相关。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解放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目标。不论是早期共产党

人、妇女运动领袖李大钊、陈独秀、向警予，还是后来的毛泽东、蔡畅、邓颖超等，都吸纳马克思主义

的妇女解放理论，把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充分肯定妇女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的力量

和作用；同时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剖析中国妇女运动，强调劳动妇女解放是妇女解

放运动的重要任务，呼吁把妇女解放的重点放在劳动妇女身上。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就提出妇女

为生存权而进行的斗争，不应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而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毛泽东

也不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必须与妇女解放相结合，否则革命不会成功。1929年，毛泽东在

古田会议上指出：“妇女占人口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

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一个力量。”①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三八妇女

节纪念活动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

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②毛泽东还指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

国革命胜利之日。”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拓展这一理论主张。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解放，特别

是对劳动妇女解放的重视，深刻影响了中国妇女解放道路和中国妇女命运。正是有中国共产党对

劳动妇女的重视，劳动妇女才能走进国家表彰视域之中，成为人民学习效仿的典范，女劳模形象才

能深入人心，被整个社会接纳认同。

其次，女劳模形象的出现，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妇女劳动资源的迫切需求有关。新中国成立

伊始，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就将工作中心确定在发动妇女生产、推动妇女经济独立之上。新中国成

立之后，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随后开展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调动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动员妇

女广泛而深入地加入生产劳动之中。大跃进时期，由于劳动力短缺，为了尽快完成国家建设计划，

对妇女参加公共领域生产劳动的动员、表彰和奖励都达到了历史高峰。1955年，毛泽东针对动员妇

女广泛地参加社会生产多次做出指示：“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

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④；“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

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⑤；“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主席论妇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主席论妇女》，第9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主席论妇女》，第7页。

④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7页。

⑤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4-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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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①。国家对妇女人力资源的迫切需求和

重视，使越来越多的妇女走进各行各业之中，并在生产建设中表现出卓越的聪明才智，进而获得极

高的社会荣誉，被国家表彰为劳动模范；而对妇女劳动模范的宣传与表彰，又会鼓励、带动、吸引更

多的妇女加入社会生产建设之中，二者相互促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各行业都展开了“比、

学、赶、帮”的劳动竞赛，在这些劳动竞赛中，大批女劳模涌现出来。当然，大跃进时期对妇女人力资

源的动员与征用，存在着超出当时社会物质条件和妇女身体条件的问题，对女劳模形象的宣传、形

塑也存在拔高、净化、提纯等问题。

二、女劳模形象的再现与建构 
女劳模是国家树立与表彰的妇女典型，相对其他妇女群体，女劳模形象更具政治符号的特征，

她们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优秀妇女的期待和要求。这一时期女作家所塑造的女劳模形象，一方

面与男作家一样随着时代政治话语更迭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女作家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文学叙事

中不自觉地呈现出与男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女劳模书写的刻板化印象。

陈云在第一次英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人民的英雄是从人民中产生出来的，只有和广

大群众一起，虚心向群众学习，集中他们的经验和智慧，然后才能领导他们，推动他们前进，真正发

挥毛主席所说的桥梁，骨干与带头作用。”②国家层面对劳模的规范与阐释，构成了“十七年”时期劳

模形象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对劳模形象的塑造，基本上也是按照国家意识形态对国家

楷模的要求而进行再现与想象的。

女作家笔下的女劳模形象，主要由工厂女工和农村妇女构成。作为新中国妇女的优秀代表，人

民群众学习和效仿的楷模，护厂英雄邵玉梅，上海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杨玉兰，农村公社劳模方秋

梅，铁姑娘侯隽、张秀敏，都无限热爱共产党和新中国，具有忠于职守，无私忘我，不怕牺牲，埋头苦

干，吃苦耐劳，钻研业务，助人为乐等品格；她们影响了周围大批妇女走向先进；都有挑战男强女弱

传统性别认知的自觉，敢于与男子比高低。

《为了幸福的明天》《姐妹俩》书写的是社会主义工业战线上的女劳模。《为了幸福的明天》记录

的是护厂英雄邵玉梅的感人事迹，其原型来自大连兵工厂女工、全国首届劳动模范赵桂兰。在日本

侵略者占领东北时期，邵玉梅要过饭、做过劳工，整个童年、少年时期都处于凄楚孤苦之中。东北地

区解放以后，因失业而生活无着落的邵玉梅，经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兵工厂。邵玉梅把工厂当作

自己的家，在厂领导、工友的帮助与爱护之下，她体会到家的温暖和主人翁的自豪。她克服困难，勤

奋学习，刻苦钻研，很快成长起来，由一个蒙昧无知的女工成为一名令人敬仰的优秀共产党员、懂

业务的技术人员。邵玉梅像爱护家人一样爱护工厂，曾经三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工厂，最后一次身

受重伤而致残。但是，她不怨不悔，依然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以美好、

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未来的生活。邵玉梅坚韧的意志、勇往直前的精神、乐观无私的态度，感染、教

育、鼓舞了工厂的同事、医院里的病友。小说以邵玉梅和她的哥哥分别以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的身

份参加1950年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相聚在北京而结束。

《姐妹俩》书写的是 1953年底发生在上海纺织女工杨玉兰与杨玉凤姐妹之间的家庭琐事，通过

姐妹俩对待工作和爱情的不同态度，展现了姐姐杨玉兰忘我工作、虚心学习、乐于助人、不断进取

的精神以及果断刚强、沉静稳重的性格。杨玉兰是一个有十多年工龄的工人，有过与夏衍《包身工》

里“芦柴棒”相似的凄惨遭遇，在工人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工厂里，她才体会到工作的自豪感和成就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66页。

②《陈云副总理致开幕词》，《人民日报》，1950年9月2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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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不再把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废寝忘食地钻研业务，认真学习全国劳动

模范郝建秀的先进纺织技术，最终，她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她所领导的生产小组成为厂模范小

组。妹妹杨玉凤聪明伶俐、美丽活泼，尽管也是一个技术能手，但是，由于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参

加工作，没有姐姐的苦难经历，所以，她只把工作当作是“按劳取酬”的手段，追求快乐、轻松的生

活。《姐妹俩》中妹妹在反驳姐姐时提到苏联妇女也喜欢唱歌、喜欢跳交谊舞，有着丰富的娱乐生

活，这从侧面透露出当时上海女工，包括女劳模，她们的人生也有多面，只不过这些生活内容在女

劳模形象塑造过程中被过滤掉了①。

《春播时节》《特别姑娘》和《小丫扛大旗》书写的都是扎根农村、为新中国建设贡献青春的女劳

模。《春播时节》里的方秋梅，原本有机会到城里当工人，但是，她响应团中央发出的青年人扎根农

村的号召，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地返回农村，起早贪黑地带领青年改造十年九涝的家乡，她抓

住春播时节，大搞丰产试验田，开展农业技术革新，引进机耕，提高生产效率。方秋梅大方热情，诚

恳可亲，对农业、农村、农民满腔热情，全身心投入农村建设，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如果说《春播时

节》对县劳动模范方秋梅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书写还比较朴实平和，那么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和

《小丫扛大旗》对全国劳动模范侯隽、省劳动模范张秀敏的书写则铺张高昂。侯隽、张秀敏以及她们

所带领铁姑娘队，都是当时国家树立的青年典范。

《特别姑娘》描写北京知青侯隽响应新中国对年轻人的号召——“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年

轻人最应该去的地方去”，她中学毕业后放弃在北京就业升学的机会，带着诗意化的想象，主动与

好朋友结伴来到河北农村窦桥插队劳动。朋友的“背弃”、农活的劳累、生活的艰苦，一次又一次捶

打着她，她有许多次可以离开农村的机会，但是，她拒绝、放弃了，坚定地留在窦桥，慢慢适应了农

村生活，并且在农村开办夜校，把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传授给当地农民，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怜爱，

也赢得了他们的赞赏和佩服。侯隽既有温和稳重、包容大度、不急不躁的性格，又有“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意志。《小丫扛大旗》书写了以张秀敏为代表的一群农村女青年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用自己

的汗水与智慧，改变家乡贫穷面貌的故事。张秀敏是一个活泼开朗、热情大方、吃苦耐劳、有着钢铁

般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的姑娘。20世纪50年代末，张秀敏响应党“学习艰苦奋斗精神，发奋图强，穷

队赶富队”的号召，在青壮男子外出兴修水利、村里劳动力严重匮乏的时候，联合村里几个女青年

和年轻媳妇成立“挖穷根突击队”，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在生产环境和条件极端艰苦与落后的情况

下，用汗水、血水，在一年时间内把一个被人耻笑的“讨饭村”建设成了能够向国家缴纳公粮的富

队，创造了生产奇迹。“挖穷根突击队”被光荣命名为“铁姑娘”，张秀敏被誉为“为社会主义建设打

冲锋的红旗手”。文章的结尾，张秀敏怀着“为了天下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为了世界革命而奋

斗”②的远大目标，迎接侯隽代表窦桥全体青年向铁姑娘队发出的科学实验种田的挑战，以更大更

高的热情投入到生产之中。

女劳模形象是社会镜像的折射，她们的变迁投射着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的变化。从 50年代护厂

英雄邵玉梅、纺织模范杨玉兰，到 60年代人民公社劳模方秋梅、铁姑娘侯隽、张秀敏，这些女劳模形

象的性格各有不同，但是，她们的基本品质和基本形象都是一致的。不过，仔细阅读文本，还是能发

现这些作品在女劳模塑造上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其一是对女劳模的政治立场和阶级觉悟要求越来越高。在政治上，她们都忠诚于党和人民，能

①来自上海纺织行业的著名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就是一个穿着时尚、爱好文艺、容颜美丽、身材窈窕的时尚女

性，参演过纪录片《黄宝妹》，成为明星劳模。“尽管她最初以劳模身份走进人们的视野，却以美丽时髦的形象大放异

彩。她外表光鲜，活跃于艺术舞台，得到国家媒体的大力宣传，在新上海引领着一种合法的时尚。”参见刘亚娟：《国

家与都市之间：上海劳模形象建构与流变的个案研究（1949—1963）》，《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②黄宗英：《黄宗英报告文学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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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做到为国家集体利益勇于牺牲个人利益，在作品中她们都被称作是“党的女儿”。不过，从 1950年

到 1964年，她们的政治觉悟、理想胸怀呈现了逐步走高走远的态势。邵玉梅、杨玉兰都是基于个人

在解放前凄楚悲惨的人生经历，对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信赖与认同，她们把工厂当作自己的

家，全心全意地投入生产劳动之中。方秋梅、侯隽、张秀敏则是接受现代革命教育，“树立了全心全

意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①，志存高远，胸怀全世界。在《特别姑娘》的结尾，作者是这样阐释侯

隽的“特别”：“我想到‘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我

们深刻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在年轻一代的血液里，这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一朵胜

利之花。”②《小丫扛大旗》的结尾是：“在这座小村，这间小屋，这个小窗前，一个中国农村姑娘在测

天量地，她看到了整个的世界。胜利属于永远革命前进的青年。”③

其二，女劳模的生活和情感越来越单纯。《为了幸福的明天》《姐妹俩》都书写了女劳模对美好

爱情的向往。《为了幸福的明天》描写邵玉梅偷偷爱上了厂党委书记、伤残军人黎强；刻画了邵玉梅

在得知自己受伤致残后伤心欲绝，甚至厌世求死的心情，整部作品以很长的篇幅叙述邵玉梅的伤

情以及她如何抵抗病痛的过程，反而对她三次舍身护厂之壮举没有过多渲染，甚至指出她所遭遇

的险情，有的还是自身原因导致的。《姐妹俩》则把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设计在家庭之中，在家庭这

一私人空间里来展现杨玉兰的品性，写出了她对爱情的向往。到了《春播时节》里的方秋梅，就已经

开始把集体生产置于个人情感之上，方秋梅把自己对同村先进青年刘金顺的情感隐藏起来、压抑

下去。《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则完全没有涉及铁姑娘的情感生活。

其三，文本中的政治话语意味越来越浓重。《为了幸福的明天》只是在厂党委的慰问信中，从党

性立场等层面对邵玉梅的英勇行为和高尚品质加以总结，到了《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文中充

满了大段的革命抒情和议论，作者不时脱离具体事件，站出来对侯隽、张秀敏的思想和行为做政治

上的阐发、道德上的评析。

从护厂英雄邵玉梅、纺织模范杨玉兰，到农村公社劳动模范方秋梅、铁姑娘侯隽、张秀敏，“十

七年”时期发生在女劳模形象以及塑造方法上的这些变化，与这些年国家意识形态对劳模形象的

规训有关、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对妇女的需求有关。它不仅发生在女劳模形象塑造上，也发生在所

有英雄人物、正面人物的塑造之上。

三、女劳模形象的多重政治与文化意蕴 
新中国大力表彰女劳模的现实目的是要充分利用妇女人力资源，调动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的积极性，从而解决劳动力匮乏等现实问题。文学艺术中的劳模形象，除了担负社会动员作用以

外，还具有政治、道德、性别、审美等多重政治与文化意蕴。

第一，女劳模形象是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创造的社会主义妇女新形象，体现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产党和人民的崇高性。上文所分析的女劳模文本，除了侯隽以外，从

20世纪 50年代护厂英雄邵玉梅、纺织模范杨玉兰，到 60年代农村公社劳模方秋梅、铁姑娘张秀敏，

都来自社会最底层，隶属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在旧社会，她们都饱受上层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新

中国成立后，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作为劳动人民，她们被赋予了政治正当性和道

德优先性，成为被尊重的国家主人翁。这些曾经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在新中国拥有了社会

地位，体会到人生价值，而且获得巨大荣誉，受到国家表彰与奖励。作为旧中国曾遭受磨难、备受歧

①黄宗英：《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第199页。

②黄宗英：《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第202页。

③黄宗英：《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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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底层妇女，女劳模们在新中国普遍自然而然地迸发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之情，以及对社

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在作品中，作家采用了新旧对比的手法，突出女劳模们对新中国的感激、对共

产党的感恩、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女劳模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巨大转变，无疑彰显了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同时，作为广大劳动妇女中的优秀代表，女劳模理所当然地要体现党和人民的崇高性。作家都

把女劳模形塑成“人民的女儿”“党的女儿”，不断地感叹她们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邵玉梅、杨玉

兰、侯隽、张秀敏不仅是优秀劳动妇女代表，还是党和人民的具象化载体。邵玉梅被厂党委称作“人

民的好女儿，党的优秀党员”，张秀敏被叙述人称作“党的亲女儿”。“当个体被赋予不同身份时，就

意味着他接受并内化了与身份相适应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在现

实中，通过个体行动者的行为，该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得到了强化，从而也强化了行动者对自己身份

的认同。”①当这些妇女入了团、入了党，被评为劳动模范以后，她们就有了自觉的政治身份认同，在

思想认识上更加坚定，在实际行动上更加吃苦耐劳，能为集体生产出谋划策，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入了党、受到嘉奖之后的邵玉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为党为人民贡献出所有的力量，把整个生

命与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做的斗争”②。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是

一种观念性、抽象性的新事物，对普通民众来说，它需要具体的、可视可仿的言行来阐释，需要具有

示范和整合作用的人物来展现。而女劳模形象的建构与出现，“从而使得以观念形态”而出现的社

会主义制度，“转变为具体的、可视可仿的实体形态，发挥了榜样示范和社会整合的功效”③。女劳模

与党、人民、社会主义之间“构成一个彼此指涉，相互证明的社会主义‘崇高形象’的链条”④。

第二，女劳模形象推动了妇女解放进程，帮助劳动妇女改变了传统性别认知、建立现代性别理

念。劳动妇女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幸不仅来自阶级压迫，还来自性别压迫。性别压迫最醒目的表现就

是建立在“男主内，女主外”性别分工基础之上的男尊女卑的权力关系。女劳模们成功地闯入各行

各业，打破了传统的行业性别隔离，让妇女拥有了与男性一样的工作权利，获得了经济独立和开阔

的生命空间。女劳模们在各行各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顽强意志克服了文化低、体力弱的困

境，做出不逊色于男性的社会贡献，大胆实验创新，甚至创造了奇迹。女劳模形象打破这一传统性

别观念，改变了社会性别认知。

《姐妹俩》中的纺织模范杨玉兰，不仅学习女劳模郝建秀的工作方法，而且在此基础上寻求改

进方法，力图消除纺织中经常出现的白点问题，提高了产量；《小丫扛大旗》中张秀敏带领铁姑娘，

在一年之内竟然将一个在解放前年年靠着全村人外出乞讨才能活命的“花子营”建设成了富裕村。

妇女在公共领域劳动中发现了自己被压抑的人生智慧与力量，自立自强，赢得了社会尊重，创造出

不同于传统妇女的丰富多彩的人生。这一切不仅冲击了整个社会对妇女所持的陈腐观念，而且也

改变妇女自身的性别理念，帮助妇女建立性别身份自主性，让妇女不再因生而为女性就自我否定、

自我厌弃、自我封闭。国家对女劳模的表彰与宣传，加大了女劳模的影响力，为妇女树立效仿的样

本，让妇女们重新审视女性这一性别、规划自己的人生，清除传统性别理念的影响，挣脱传统性别

角色规范的束缚，追随女劳模们开创新生活、创造新人生。新闻媒体、文学艺术等媒介中活跃在各

①胡全柱，陆小聪：《集体主义工作伦理的社会建构——一位女劳模的口述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②白朗：《为了幸福的明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81页。

③胡全柱，陆小聪：《集体主义工作伦理的社会建构——一位女劳模的口述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④曹霞：《“妇女”想象与社会主义美学的规约——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视角及其功能》，《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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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产领域的女劳模形象，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妇女创造新生活、新形象的重要参照物，女劳模形象

引领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在公共领域中建功立业。《姐妹俩》里的女劳模是在学习郝建秀的工作

方法中成长，《特别姑娘》里的侯隽就是效仿回乡参加生产的先进知识青年邢燕子、王培珍，才下决

心到农村落户。《小丫扛大旗》里张秀敏带领的铁姑娘队与司家庄的燕子队，是“两面全国知名的大

红旗”“是比、学、赶、帮的对手”①。

具有引导、示范作用的女劳模形象，吸引了大批妇女，尤其是底层劳动妇女，突破传统性别规

范，走进了长期被男性独占的公共空间，推动了新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帮助妇女建立了自尊自

信、自强独立的现代妇女观。

第三，女劳模形象建立了新中国妇女以劳动为荣的价值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劳动价值的

高度重视。在封建时代的社会价值结构金字塔里，体力劳动者被看作是下贱者，处于社会底端。在

封建主义思想浸润下，“劳动下贱”的思想和“穷是命里注定”的宿命论成为普遍性的社会价值观

念。而在最底端的劳动妇女也有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理念，轻视劳动、依附男性，把安逸清

闲、养尊处优作为幸福生活的目标。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把劳动与人的

本质和幸福联系起来，赋予劳动的神圣性和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

劳动理论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李大钊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写出了《庶民的胜利》，指出此次战

争是“劳工主义的战胜”“庶民的胜利”②；陈独秀预言将来的社会是“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③。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劳动获得了政治和伦理的正义性。“所谓劳动幸福就是劳动主体对自

我劳动状态的满意和满足，在劳动过程中感觉到愉悦和美好，在劳动中深刻体认到自我本质力量

的确证和彰显，体认到自由自觉的生命本质”④。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不再是压抑的、被迫的，更重要

的是国家赋予劳动者极大的荣誉，劳动者获得了崇高的尊严，拥有了国家主人翁的社会身份，劳动

与幸福生活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以劳动为荣的价值观。

文学艺术中的女劳模形象，把社会主义以劳动为荣的价值观推广、散播到了更加广泛的人群

之中。护厂英雄邵玉梅瞒着哥哥去兵工厂做女工，纺织模范杨玉兰星期天自愿到厂里学习，铁姑娘

侯隽、张秀敏主动请缨参加农村建设，她们不怕苦、不怕累，在劳动中得到领导、同事的引导、帮助，

一步步克服困难，很快地成长起来，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与肯定，体会到作为人的力量和价值，感受

到了自己的存在感、尊严感，获得了幸福感和满足感。这种存在感、尊严感、幸福感、满足感，反过来

促使她们建立以劳动为荣的价值观，排斥不劳而获、贪图享受的价值观。

第四，女劳模形象建立了新中国妇女以劳动为美的女性审美观。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在妇女身

上建构起了以柔弱娇小、婀娜婉转等为特征的女性审美观，新文化运动打破这一带有病态美的女

性审美观，尤其是左翼文学中所塑造的革命女性、时代女性以及解放区文学中的女英雄，都具有勇

敢坚定、开朗大方、健康热情等女性新气质，但是，真正能够将以劳动为美的审美观传播到广大妇

女群体之中，被妇女们广泛地接受，还是新中国文学艺术所塑造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新妇女形象。

其中，女劳模形象起到了更大的引领、示范作用。不过，由于一些文学书写与报道宣传存在概念化、

公式化的问题，人们在头脑中对女劳模形成了“皮肤黝黑、身材强壮、性格泼辣”“与男子无异”等单

一化的刻板印象。本文所论述的女作家塑造的女劳模，却与这种无性别、雄性化的刻板印象不尽

相同。

《为了幸福的明天》一再强调，即使受了重伤留下伤疤也不能完全遮挡邵玉梅的美丽，而且因

①黄宗英：《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第205-206页。

②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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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劳模形象生成再现与多重政治文化意蕴——论“十七年”时期女作家的女劳模书写

为从小忍饥挨饿，邵玉梅的身体并不强壮。《特别姑娘》里的铁姑娘侯隽“看上去性格温顺和稳重”。

与同时期男作家笔下的铁姑娘相比，女作家所呈现的女劳模，她们的劳动美不是来自强壮的身体，

而是来自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的确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劳动美的政治化氛围越

来越浓烈，女劳模形象的衣着打扮、性情也日趋中性化。《特别姑娘》里的侯隽“她脸色红红的，剪短

发，戴着顶旧草帽，身个不高不矮，虽然不壮，倒也结结实实。她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北京蓝’的上

衣，下边裤子膝盖上补着补钉，一双青布鞋，没穿袜子”①。当铁姑娘张秀敏要去参加省农业先进会

议之时，她“穿上一身表里三新的青棉裤棉袄，扎裹得像个小新郎官”②。其实，现实生活中女劳模对

朴素之美的追求，其中也包括便于劳动生产的现实功用。比起生活中的女劳模，出现在文学和艺术

中的女劳模形象，她们的衣着打扮、精神气质、性格品行更具有示范性和传播性，她们成为这一时

期被广大妇女竞相追逐的时尚人物，引导着时代的潮流。长期以来，时尚女性都是处于被凝视、被

消费的状态，而这一时期以女劳模为中心的女性时尚人物，却成功地将人们对妇女的关注重心引

导在妇女的能力与意志上。

四、小结 
与普通妇女形象不同，被国家表彰的女劳模是一个兼具性别、阶级、政治等多重意蕴的文化政

治符号，多重政治文化资本都参与了这一符号的建构，因而，“十七年”时期文学艺术中的女劳模形

象，为人们提供了值得借鉴与需要反思的样本。新中国对劳动妇女社会价值的重视，对劳动妇女社

会地位的肯定，对劳动妇女中优秀分子大规模、高层次的表彰，这一切由国家政策与措施所构成的

意识形态，让原来被隔绝与分散在家庭之中遭受歧视的妇女变成了一个与男性平等的群体，使劳

动妇女与工人、农民阶级一道获得了社会主体地位，进入了长期以来被男性霸权的社会公共领域；

而获得了社会主体地位的劳动妇女又在社会公共领域之中施展妇女的才华与智慧，发挥了人的主

体性和能动性，创造了许多历史性的新业绩和新成就，成为了受到国家鼓励与奖励的劳动模范，进

而改变了传统的妇女角色、妇女形象、妇女审美。国家意识形态与女劳模形象之间形成了同构与互

动的状态，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庇护与帮助下，劳动妇女创造了崭新的人生形象——女劳模；而

具有党和人民所要求的优秀品质和道德情操的女劳模，又证明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正当性，

证明了党和人民的崇高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兵工厂护厂英雄邵玉梅、上海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杨玉兰，到农村人民公社劳动模范方秋梅，

再到铁姑娘侯隽与张秀敏，这一时期女作家所构建的女劳模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这种互动过程、同

构关系。在泛政治化的时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符号象征，女劳模形象建构又不可避免

地产生泛政治化的效果。女劳模形象是国家政治符号之一种，她们要承载国家意识形态对优秀妇

女的期待和要求，因而，随着社会政治化日趋浓重，女劳模形象塑造的政治化倾向也越来越严重。

这种情况，在有关劳动模范的通讯报道中更加严重、更加普遍，女劳模形象越来越单一化、雷同化、

概念化、无性别化。相对于其他妇女形象，女劳模形象是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妇女形象，但是，从艺

术层面来看，女劳模形象则是存在问题最多的新妇女形象。尽管新中国女劳模形象建构存在着许

多需要反思的问题，但是，新中国文学艺术中所塑造的女劳模形象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

的重要文化资源和遗产；新中国对底层劳动妇女的大力表彰，对劳动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为推进

妇女解放进程所采取的倾斜性政策，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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